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課程大綱（民國100年2月至6月）

課程名稱：
（中文）明清制度經濟史專題 （英文）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and Modern China 
授課教師：邱澎生 
開授年級：歷史系所；學分數：3；半年；選修
上課時間/地點：每周三 678節 / 台大普通教室 204
課程識別碼：123 U8080 / His 5376 課程網址：https://ceiba.ntu.edu.tw/992EarlyModernChina/

課程概述：

介紹明清傳統經濟史（約西元1368-1840年）研究現狀，並斟酌導入經濟人類學與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研究概念，針對研究範式轉移、財政結構與商貿體 制、消費與權力、生計與產權、工作與規訓、市場與組織、風險與計算、市場演化等八項主題的重要論著，訓練同學撰寫讀書摘要，並進行集體討論。
課程目標：

讓學生逐步熟悉明清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與爭論，既藉以觀察十四至十九世紀中國經濟制度的變化軌跡，也能試著反思明清經濟變化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間的異同。
課程要求：

隔周按時繳交兩篇各約一千字的讀書摘要(學期共計八次），並需參與現場討論；期末則需交一篇文長約八千字的研究討論。無期中考。 
評量方式 
學期分數包括平時成績(60%)與期末報告(40%)。平時成績含讀書摘要與隨堂討論兩部份：讀書摘要以每講規定一篇指定讀物與兩篇自選讀物為對象，同學須於教師演講次周的討論課上，繳交讀書摘要並做集體討論；評分標準將以同學摘要與討論是否反映讀書、思考成果為主。期末報告則文長約八千字，題目需與任課教師事先商定。
核心教科書： 

1. 許滌新、吳承明主編，1985，《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》第一卷《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》，北京：人民出版社。 

2. R. Bin Wong, 1997. China Transformed: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. Ithaca and London: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. （王國斌，《轉變的中國——歷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》，李伯重、連玲玲譯，上海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98）
3. 李伯重，2000，《江南的早期工業化（1550-1850）》，北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。 

4. 方行、經君健、魏金玉主編，2000，《中國經濟通史‧清代經濟卷》，北京：經濟日報出版社。 

5. Kenneth Pomeranz , 2000. The Great Divergence: China, Europe,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. Princeton and Oxford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 （彭慕蘭，《大分流：中國、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》，邱澎生、陳巨擘、張寧、連玲玲、巫仁恕、呂紹理、楊淑嬌、林美莉、劉士永譯，台北：巨流出版社，2004。另本中譯：《大分流：歐洲、中國及當代世界經濟的發展》，史建雲譯，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3）

6. 岸本美緒，《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》，劉迪瑞譯，胡連成審校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0。
課程大綱：
週次
日期
單元主題
1

舊學新知：重新省察正史〈食貨志〉的「經濟過程」與「制度變遷」
2

討論：認真對待明清經濟史研究的範式轉移
3

國家的架構性權力：政府財政結構與商貿體制的長期變動
4

討論：由「交易服務」看人口/徭役、土地/稅賦與行政費用問題
5

舒適、品味和時尚：市場與權力複寫下的消費
6

討論：物質文化如何成為一種「制度」？
7

生計與產權：市場經濟下的法律變遷及正義措辭
8

討論：法律規範變動以及意識形態變遷如何影響經濟制度？
9

生產力之外：工作/時間/規訓中的性別、階級與身份
10

討論：經營地主、前型工業化、勤勞革命與商人精神諸問題
11

在壟斷與競爭之間：集約農業/窩商/領織/字號/賬房/十三行的管理架構
12

討論：由交易成本看經濟組織的制度變遷
13

風險的估量及轉換：貨幣、金融、會計、倉儲與分類功過格 
14

討論：個人、社會與國家的利益計算術
15

另類現代性？明清中國市場演化的類型學
16

討論：由明清經濟史考察資本主義的宇宙觀與「社會想像」
17

期末報告大綱發表與討論
各講關鍵研讀書文（凡為黃標字體表示者，為「指定閱讀」書文，修課與旁聽同學皆任選一篇做摘要，隔周交一次；其餘未有黃標字體者，則為「自選閱讀」書文，修課同學任選二篇做摘要，隔周交一次）


第1、2周　（2/23、3/02）

舊學新知：重新省察正史〈食貨志〉的「經濟過程」與「制度變遷」
討論：認真對待明清經濟史研究的範式轉移

Karl Polanyi, 1957. “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.” In Karl Polanyi, Conrad M. Arensberg, and Harry W. Pearson, eds.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: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, Pp. 243-270（〈經濟：制度化的過程〉，侯利宏譯，渠敬東校，收入許寶強、渠敬東選編《反市場的資本主義》，2000）. Karl Polanyi, 2001(1957).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: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. 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. Somers, 1989. 〈導論〉，收入黃樹民、石佳音、廖立文譯《鉅變：當代政治、經濟的起源》，頁1-55。湯志傑，2009，〈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：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〉，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29、30期。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eds., 2009. Market and Society: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day. 
Douglass C. North, 1999(1973)，《西方世界的興起》（厲以平、蔡磊譯）頁5-13；Douglass C. North, 1995(1981)，《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》（劉瑞華譯）頁7-50；Douglass C. North, 1994(1990)，《制度、制度變遷與經濟成就》（劉瑞華譯）頁7-46。劉瑞華，1994，〈新經濟史革命——介紹R. Fogel和D. North的學說〉，《新史學》5,3。劉瑞華網址：http://www.econ.nthu.edu.tw/teachers/liu-rh/1.htm 。Ronald H. Coase：1988(1937). "The Nature of the Firm." The Firm, the Market and the Law. Pp.35-40. （1995，〈廠商的本質〉，收入陳坤銘、李華夏譯《廠商、市場與法律》，頁45-69）； Ronald H. Coase, 1988(1960). "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." In The Firm, the Market and the Law. Pp.95-156.（〈社會成本問題〉，收入《廠商‧市場與法律》，頁113-179）。張五常，1999，〈交易費用的範式〉，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99,1：1-9；張五常，1993，《憑闌集》〈我所知道的高斯〉（一）至（八）、〈後記〉，頁107-152。
《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》〈導論〉；石錦，1990，〈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究理論的評介〉，氏著《中國近代社會研究》，頁101-137；吳承明，2001，〈現代化與中國十六、十七世紀的現代化因素〉，收入葉顯恩、卞恩才編《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與現代化》，頁1-29；李伯重，2001，〈英國模式、江南道路與資本主義萌芽〉，《歷史研究》2001,1：116-126。
王業鍵，1983，〈明清經濟發展並論資本主義萌芽問題〉，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》1983,3：30-39、54。；黃宗智，1994，〈中國研究的規範認識危機——社會經濟史中的悖論現象〉、〈答雷蒙‧邁爾斯〉，皆收入氏著《中國研究的規範認識危機：論社會經濟史中的悖論現象》；蘇基朗，〈中國經濟史的空間與制度——宋元閩南個案的啟示〉，《歷史研究》，2003,1。
王國斌，《轉變中的中國——歷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》，頁7-55；李伯重，〈「相看兩不厭」——王國斌《轉變的中國：歷史變遷及歐洲經驗的局限》評介〉，《史學理論研究》2000,2：148-158。馬敏，2003，〈據之於實情：建立中國史學新典範的若干啟示――以李伯重《江南的早期工業化（1550－1850）》為例〉，《歷史研究》2003,1。彭慕蘭《大分流：中國、歐洲與近代世界經濟的形成》〈歐洲領先亞洲？歐洲發展論中的人口、資本累積與技術〉，頁41-89。黃宗智，2002，〈發展還是内捲？十八世纪英國與中國——評彭慕蘭《大分流：歐洲、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》〉，《歷史研究》2002,4：149-176；彭慕蘭，〈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：比較與综合觀察——回應黃宗智先生〉，《歷史研究》2003,4：3-48；史建雲，〈重新審視中西比較史——《大分流：歐洲、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》述評〉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03,3：198-223。龍登高，2004，〈中西經濟史比較的新探索：兼談加州學派在研究範式上的創新〉，《江西師大學學報》，2004,1；周琳，2009，〈書寫什麼樣的中國歷史？——「加州學派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述評〉，《清華大學學報》，2009,1：50-58。
岸本美緒，《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》第2章〈道義經濟論與中國社會研究〉；岸本美緒，1998(1990)，〈倫理經濟論（moral economy）與中國社會研究〉，收入王亞新譯《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》，頁327-349；Evelyn S. Rawski, 1991. “Research Themes in Ming-Qing Socioeconomic History--the State of the Field,＂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, 50,1: 84-111。E. P. Thompson, 1993, Customs in Common. （《共有的習慣》，沈漢、王加豐譯，2002）；錢乘旦，1995，〈轉型社會中的平民百姓——讀E. P. 湯普森《鄉規民俗》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1995, 4：58-65。
第3、4周　（3/09、3/16）
國家的架構性權力：政府財政結構與商貿體制的長期變動
討論：由「交易服務」看人口/徭役、土地/稅賦與行政費用問題

**R. Bin Wong（王國斌），1998(1997)，《轉變的中國——歷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》，頁84-135。邱澎生，2000，〈「數目字管理」是洞見或是限制？黃仁宇「大歷史觀」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〉《台大歷史學報》26：351-376。
Ping-ti Ho（何炳棣）. 1959.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, 1368-1953（中譯《明初以降人口及其相關問題，1368-1958》，葛劍雄譯，頁3-96、99-136、302-325〈結論〉）；韋慶遠，1961，《明代黃冊制度》頁7-87；欒成顯，1987，〈明初地主制經濟之一考察：兼敘明初的戶帖與黃冊制度〉《東洋學報》68,1/2：35-70；陳樺，1990，〈清代戶口統計制度的演變〉《清史研究集》第七輯，頁1-25。王業鍵，1973，〈清代經濟芻論〉《食貨復刊》2,11：541-550；葛劍雄、曹樹基、吳松弟，1993，〈移民與人口發展〉，氏著《簡明中國移民史》頁641-659；徐泓，1988，〈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〉《漢學研究》6,2：179-190。鞠德源，1994，〈清代皇族人口冊籍〉，收入李中清、郭松義編《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》頁170-190；杉山清彥2010(2005)，〈作為滿人王國的清帝國：八旗制的統治結構〉，陳仲丹譯，收入《清史譯叢》第8輯頁1-24；賴惠敏，2011，〈從法律看清朝的旗籍政策〉，《清史研究》2011,1：39-52。
Perkins, Dwight H. 1969.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, 1368-1968（中譯：宋海文等譯，頁251-288、289-325）；梁方仲，1933，〈明代魚鱗圖冊考〉，《地政月刊》1,8；藤井宏，1943-1947，〈明代田土統計　關　　　一考察〉，《東洋學報》30,3-4；31,1；顧誠，1986，〈明前期耕地數新探〉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1986(4)：193-213；張德信、林金樹，1987，〈明初軍屯數額的歷史考察——與顧誠同志商榷〉，《中國社會科學》1987,5：187-206；高王凌，1992，〈明清時期的耕地面積〉《清史研究》1992,3：61-66；何炳棣，1995，《中國歷代土地數字考實》頁77-139。
Ray Huang（黃仁宇）, 1974.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-Century Ming China. pp.112-133. Yeh-chien Wang（王業鍵）. 1973.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, 1750-1911, pp.20-66.梁方仲，1989(1936)，〈一條鞭法〉，氏著《梁方仲經濟史論文集》（原載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》4卷1期）頁34-89；梁方仲，1957，《明代糧長制度》頁29-53；梁方仲，1989(1963)，〈論明代里甲法和均徭法的關係〉，氏著《梁方仲經濟史論文集》頁577-603；王方中，1957，〈明代一條鞭法的產生及其作用〉，收入尚鉞編《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》；山根幸夫，1966，《明代徭役制度　展開》；濱島敦俊，1982，〈明清江南均田均役法〉，氏著《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研究》頁209-417；唐文基，1981，〈明中葉東南地區徭役制度的變革〉《歷史研究》1981,2：115-134；賴惠敏，1982，《明代南直隸賦稅制度的研究》，頁10-83；賴惠敏，1992，〈明代賦役制度史研究的回顧〉，收入《民國以來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論文集》下冊，頁1487-1497；王毓銓，1988，〈明朝徭役審編與土地〉，《歷史研究》1988,1：162-180；陳支平，1988，〈清初賦役財政制度的演變〉，氏著《清代賦役制度演變新探》頁1-119；莊吉發，1985，《清世宗與賦役制度的改革》頁61-99；劉志偉，1990，〈廣東攤丁入地新論〉，湯明燧、黃啟臣編《紀念梁方仲教授學術討論會文集》，頁292-307；袁良義，1995，《清一條鞭法》頁。
范金民，1995，〈江南重賦原因的探討〉《中國農史》1995(4)：46-53；周良霄，1957，〈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〉《歷史研究》1957,10：63-75；吳緝華，1970(1968)，〈論明代稅糧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稅之由來：明代前期稅糧研究〉，氏著《明代社會經濟史論叢》頁33-73；伍丹戈，1982，《明代土地制度和賦役制度的發展》；林金樹，1988，〈關於明代江南官田的幾個問題〉，《中國經濟史研究》1988,1：73-87；張彬村，1986，〈賦稅與經濟發展：以十六、七世紀的松江府為例〉《食貨復刊》15,7-8：268-281。
林麗月，1988，〈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〉，《國立台灣師範大學歷史學報》，16：37-61；許檀、經君健，1990，〈清代前期商稅問題新探〉，《中國經濟史研究》1990(2)：87-100；鄧亦兵，2000，〈清廷有關商品流通的政策和管理〉，《中國經濟通史‧清代經濟卷》中冊，頁1407-1455。陳文石，1966，〈嘉靖中期的私販寇亂及朱紈禁海經過〉，氏著《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》頁125-149；林仁川，1989，〈明代海關管理制度的演變〉《平準學刊》4(下)：188-207；韋慶遠，1990，〈論康熙時期從禁海到開海政策的演變〉，收入《紀念梁方仲教授學術討論會文集》頁121-136；張彬村，1991，〈明清兩朝的海外貿易政策：閉關自守？〉，吳劍雄主編《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》第4輯頁45-59。陳國棟，2005(1982)《東亞海域一千年》〈清代前期（1644-1842）海洋貿易的形成〉頁257-2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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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、6周　（3/23、3/30）
舒適、品味和時尚：市場與權力複寫下的消費
討論：物質文化如何成為一種「制度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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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、8周　（4/6、4/13）
（主題）生計與產權：市場經濟下的法律變遷及正義措辭
（討論）法律規範變動以及意識形態變遷如何影響經濟制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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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討論）討論：由交易成本看經濟組織的制度變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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